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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文化突围及教育观念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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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 “主旋律电影” 概念提出以来, 主旋律电影为了摆脱以往由官方意志强

势入主而导致民众接受度低的文化困境, 探索出一条与商业电影相互融合的突围道路, 即追求表达平民

化、 叙事类型化、 运作市场化、 演员明星化, 赢得了社会效应和商业利益的双赢。 同时, 日趋成熟的商业

运营模式为主旋律电影拓展了受众面, 巩固了其教育功能的基石。 通过梳理当代主旋律电影二十多年的发

展历程, 可以触摸到近年来主旋律电影 “主流化” 转型尝试的脉络, 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教育观念

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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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电影向文化工业转型, 电影生产力得以解放。 在日趋成熟的商业化市场环境

下, 中国当代主旋律电影力求突破固有的创作模式, 以其浓厚的时代精神、 富有特色的艺术表达和更

加多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传达, 在中国主流电影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同时, 在不断尝试与商业电影

的运作模式和价值取向缝合的过程中, 有效地扩展了审美教育和思想教育的受众面, 巩固了其德育功

能。 然而, 在当前中外娱乐大片轮番轰炸的中国电影市场, 主旋律电影的生存仍然面临不小的挑战。
在经历了由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开启的、 以 “献礼片三部曲” ——— 《建国大业》 (2009)、 《建党伟业》
(2011)、 《辛亥革命》 (2011) 为旗舰的爱国主义题材献礼影片的高潮后, 近两年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反

响似乎略显平淡。 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电影样式, 主旋律电影如何在全球化产业格局下体现宣传

导向、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 提升电影的艺术水准和商业价值, 实现主旋律电影的现代性

演进, 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命题。

一、 “主旋律电影” 概念的时代流变

“主旋律” 一词原本是一个音乐术语, 指在多声部演唱或演奏的音乐中, 一个声部所唱或演奏的主

要曲调, 是所有声部中占主导地位的旋律, 其他声部只起润色、 丰富、 烘托、 补充的作用。[1]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一批感官刺激至上、 艺术质量低劣、 思想层次肤浅的商业娱乐片充斥中国电影市场,
它们裹挟非意识形态的、 斑驳纷杂的价值观着实令主流社会忧虑。 将 “主旋律电影” 这一概念引入到

电影创作中, 无疑是电影管理部门面对汹涌而来的娱乐片热潮所采取的一种主动对策。[2] 针对娱乐片

初潮中出现的 “媚俗、 庸俗、 粗制滥造之作泛滥于市, ‘裸、 露、 脱’ 频频闪现于银幕” 的现象, 1987
年 3 月, 在原广电部电影局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 时任电影局局长的滕进贤将 “突出主旋律,
坚持多样化” 作为国产电影创作的倡导性原则首次提出。 会议将 “主旋律” 定义为弘扬民族精神的现

实主义题材、 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题材、 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3] 同时强

调了电影的 “三性统一”, 即思想性、 艺术性、 观赏性。 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虽然 “主旋律电影”
的概念不断吐故纳新, 但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 主旋律电影始终负载着国家主流话语扬声器的内

在使命, 即传达国家意志, 标立社会规范。 随着全国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 邓小平同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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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一切宣传真善美的都是主旋律电影”, 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开始被泛化。 20 世纪 90 年代, 主旋律电

影进入创作热潮期, 政府大力扶持主旋律电影的生产, 以中国电影华表奖、 “五个一工程奖” 等多项措

施鼓励主旋律电影的拍摄。 为了奠定基调, 表述准确, 江泽民在 1994 年 1 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

讲话中, 将 “突出主旋律, 坚持多样化” 这一基本原则进一步规范为 “弘扬主旋律, 提倡多样化”。
1996 年 3 月 22 日至 26 日, 原广电部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电影工作会议, 启动了 “九五五〇” 主旋律

电影精品工程, 即在国家 “九五计划” 期间, 每年拍摄 10 部、 5 年共 50 部优秀作品。 在一系列举措的

保驾护航之下, 主旋律电影开始扬帆起航。 经过多年不间断的生产和发展, 主旋律电影成为中国电影

生态中的强大一链, 在传播国家意识形态, 弘扬社会主义、 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倡导社会核心价值

取向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 主旋律电影的主流化转型

“主旋律电影” 的概念明确提出来以后, 依靠国家资源, 顺应时代潮流, 相继涌现出一批以表现

(重大) 革命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片, 并且不乏轰动之作, 如 《开国大典》、 《大决战》、 《焦裕禄》 等。
然而, 更多的主旋律电影在传达共产主义信仰、 革命浪漫主义以及爱国主义情怀的过程中, 都自觉或

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空洞无力、 不切实际的叙事误区, 过分强调影片的宣教功能, 轻视影片的娱乐和

艺术属性, 最终导致观众对主旋律电影敬而远之。[2](107) 随着 90 年代中期国外分账式大片的引进, 促进

了国产商业电影生产力, 主旋律电影的生产空间急剧萎缩。 面对主打影像奇观、 宣扬观影体验的国内

外商业大片在市场上的咄咄逼人, 传统主旋律电影的生存环境变得捉襟见肘, 只能更多依赖其特殊身

份, 享有一种相对独立的、 由国家为其开辟的生存空间, 而非完全依据市场化的运营思路进行, 甚至

带有浓厚的行政意味。 事实上, 中国主旋律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不隶属于电影工业中的类型概念, 而

是银幕上政治情感与集体记忆的重要表现内容, 因此一直受到电影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和资源支持。[4]

但主旋律电影终究是电影, 最终仍将服从其大众商品属性。 因此, 寻找适合当代大众审美趣味的主流

电影叙事策略和商业运作模式, 成为主旋律电影文化突围的必然路径。
为了应对进口大片和丰富多样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双重夹击,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主旋律电影

致力于寻求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市场需求的平衡点, 向同时具备思想性、 艺术性、 观赏性的中国式主

流电影转型。 所谓 “主流电影”, 是指在电影创作生产和电影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电影样式, 是相对

“非主流电影” 而言的电影形态。 从思想意识形态视角出发, 主流电影反映了某一时期社会主流思想意

识, 特别是国家主导意识; 从电影艺术形式的视角出发, 主流电影代表了某一时期电影艺术形式与文

化实践的主流趋势; 从电影市场的角度来看, 主流电影体现为那些具有市场价值的电影———简而言之,
主流电影是主旋律电影、 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结合。[5]

在实施 “九五五〇” 电影精品工程的文化语境下, 主旋律电影开始逐渐向 “新主流电影” 转型,
在题材构成、 创作方法、 叙事技巧等方面突破以往刻板空洞的窠臼, 尝试将主旋律电影的表现题材与商

业片的制作理念相互融合, 让主旋律电影 “面目可爱, 言之有趣”, 呈现出更为开放、 更有弹性的社会

表意, 取得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 例如 《龙年警官》 试图完成侦破类型片与警察颂歌的统一; 《烈
火金刚》 试图完成革命英雄传奇与枪战类型片的统一; 《东归英雄传》、 《悲情布鲁克》 等试图完成民

族团结寓言与马上动作类型片的统一; 《红河谷》 试图完成西部类型片与爱国主义理念的统一; 《红色

恋人》 试图完成革命加快与爱情类型片的统一; 《黄河绝恋》 试图完成战争类型片与民族英雄主义精神

的统一; 《紧急迫降》 试图完成灾难类型片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主题的统一; 《冲天飞豹》 则试图完成

空中奇观军事类型片与国家国防主题的统一。[6] 此外, 这个时期其他代表作品如 《离开雷锋的日子》
(1996)、 《孔繁森》 (1996)、 《大转折》 (1996)、 《红樱桃》 (1996)、 《大进军》 (1998)、 《一代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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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 (1998)、 《横空出世》 (1999)、 《我的 1919》 (1999)、 《国歌》 (1999)、 《生死抉择》
(2000) 等也在尝试主流化转型中获得了大量观众的认可。 尤为重要的是, 在这些影片中, 类型片元素

的纵横交错一以贯之地以主旋律精神为核心坐标, 娱乐性与政治性之间反复博弈, 预示着二者希望达成

某种 “共谋” 关系———一方面电影工业试图借助政治力量扩展市场空间, 另一方面主旋律电影也为其宣

传主流意识形态的终极目的顺势拄上了大众文化这根现成的 “拐棍”。[7]

自 2003 年中国全面推进电影产业化以来, 现代产业格局下更为科学和灵活的电影审查为中国电影

的多元化发展搭建了良好的温室, 而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也为主旋律电影的进一步商业化尝试提供了

丰富的创作资源和参考范本。 一方面主旋律电影主动向商业化方向靠拢, 另一方面, 面对强大的主流

话语, 不少商业电影在创作中纳入了主旋律元素, 在主题内核的选择上有意识地贴近国家主流意识形

态。 纵观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 大量引入类型化的创作理念, 爱情、 悬疑、 武打、 战争、 灾难等商

业元素试图模糊人们对 “主旋律” 的定势认识, 由此拍摄的许多主旋律电影都带有鲜明的类型电影的

色彩, 其中不少影片都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市场效益。 例如 《紧急迫降》、 《极地营救》、 《惊涛骇浪》、
《惊天动地》、 《超强台风》、 《生死罗布泊》、 《唐山大地震》 等影片融入了灾难片的元素, 《冲出亚马

逊》 是枪战片, 《集结号》 是战争片, 《云水谣》 实质上是一部爱情片, 《邓小平 1928》 则带有浓厚的

悬疑惊悚色彩,[2](108) 《十月围城》 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动作片元素, 而 《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 《辛
亥革命》 等则更是对动作、 爱情、 战争、 惊悚等多种类型元素进行杂糅。 同时, 商业电影在创作和表

达上也呈现出 “主旋律化” 趋势, 近年来出现的一批颇具市场反响和观众口碑的影片如 《风声》
(2009)、 《斗牛》 (2009)、 《匹夫》 (2012)、 《黄金大劫案》 (2012)、 《厨子戏子痞子》 (2013) 都是

由民营电影公司制作、 以抗日为背景题材的商业电影。[2](108) 在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之间的界限趋向

模糊的同时, “主旋律电影” 这个概念也似乎被逐渐淡化, 取而代之的是 “主流电影” 或 “国家主流

电影”。
从 “主旋律” 到 “新主流” 再到 “主流”, 一方面体现出以国家广电总局为代表的官方意志努力

与以市场为代表的受众心理进行着缝合, 另一方面体现出主旋律电影的制作发行体系也不再有别于商

业类型电影, 也开始纳入市场轨道当中。[8] 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 主旋律电影不得不开始接受商业电

影面向市场的运营理念———叙事策略上借用类型片的模式包装主旋律内容; 宣传上像商业电影一样大

张旗鼓地进行营销策划, 制造电影事件, 引起公众热议和关注。 虽然商业电影的题材丰富多样, 形式

不拘一格, 但本质和核心始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阐释、 再创造、 再反思, 这种民族审美心理的认

知对于建构主流电影的意义重大。 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 “合流” 是民族电影事业健康发展的自我

调整, 更是中国电影产业化革命的一次重大进步, 既达到了意识形态的艺术化表达, 同时又为电影创

作提供了全新的思路。[9]

三、 主旋律电影的教育观念变迁

正如滕进贤所说, 主旋律的意义在于 “一种自觉地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呼声的创作意识和创作精

神, 一种消融于艺术家创作主体的整个艺术思维过程、 创作过程中的自觉的内驱力, 是弥漫在电影艺

术家创作实践中的体现着社会责任感、 时代使命感的精神力量”。[10] 因此, 当代主旋律电影的性质与品

位直接决定着大众文化的发展境界。 在社会价值多元化与传播媒介多样化的今天, 主旋律电影作为中

国特有的电影范式, 始终肩负着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宣传、 传播和教育的历史使命。
随着上世纪 90 年代大众文化 / 市民文化的兴起, 改革开放前那种空洞的政治说教、 禁欲主义、 “斗

私批修” 以及阶级斗争哲学, 已经极大地引起了大众的反感, 与新时期的社会心理趋势背道而驰。 取

而代之的是现实主义、 物质改善主义以及一定程度的个人主义、 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11] 因此, 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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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期, 尤其是中国电影产业化以来的主旋律电影较之传统的主旋律电影有了很大的改观, 传统的主

旋律电影 (红色电影) 政治导向性过强, 题材的选择面过窄, 在叙事上多是庄严的 “单体性” 叙事,
人物刻画过于模式化, 使它往往以一种僵化、 严肃的面孔面对观众, 从而使大众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
而当代主旋律电影更注重时代特征和受众心理, 寻求多元表达方案, 修缮狭义的教科书式的 “革命叙

事”, 放下说教架子, 让观众消除对主旋律电影的定势思维, 以润物细无声的艺术书写, 达到思想感化

的目的。
近年来, 电影市场上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主旋律电影, 从凄美动人的爱情史诗 《云水谣》, 到沉雄悲

壮的将士颂歌 《集结号》; 从幽默荒诞的抗日小品 《斗牛》, 到悬疑刺激的杀人游戏 《风声》; 从建国

60 周年的 28 部影片集体献礼到建党 90 周年、 辛亥革命爆发 100 周年的年度双雄, 都反映出主旋律电

影的创新———从重题材、 重政策, 向重人物塑造、 重故事讲述转变。 多元化的电影题材, 人性化的历史

展示, 生动感人且贴近生活, 主旋律电影审美取向的改变逐渐扭转着人们对主旋律电影几乎已经根深

蒂固的认识, 为其赢得了更大范围的观众, 有力地传达了主旋律精神, 在与主流 “同质话语” 应和的

过程中, 弘扬了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
当代主旋律电影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 开始挖掘新的视角, 更加注重人性化表达, 借

鉴商业电影的商业元素和类型电影的叙事方式, 将主流话语与现实生活进行缝合,[9](154) 通过对人物内

心的细微描写和对精神力量的细腻渲染等艺术表达手法, 使主旋律电影中的人物形象逐渐脱离 “高大

全” 的生硬模板, 贴近大众的审美趣味。 同时, 在推崇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基础上, 融入现代

社会普世价值观, 将其整合形成主流价值观,[8](169) 从而更好地传达影片的主旋律精神。
可以看出, 主旋律电影在文本叙事意图上出现一个重大转向: 实践性空间让位于情感性空间, 对生

命本能的深切肯定成为艺术表现的肯定特征。[12]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 市场化的不断深入, 主旋律电

影的商业化运作得以良好发展, 同时也促进了其审美教育和思想教育的开拓创新, 在电影市场的商业

大潮中必将呈现出持久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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